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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社会网络及其分布 

的中英比较* 
 

 

边燕杰  郝明松 
 
提要：从社会网络观点看，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即基

于个体情义联系的非正式网络和基于团体身份归属的正式网络。两种网络及

其分布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异同如何？本文分析两种社会网络的中英差

异，并用调查数据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设。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国非正式

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高于英国，而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低于英国。第二，

两种社会网络的分布，中国比英国都更集中，与地位资源的相关性都更强。 

关键词：社会网络  资源分布  社会文化 社会结构  中英比较 

 
 
社会网络是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Granovetter，1985；

科尔曼，1999/1990；Putnam，1995；林南，2005/2001）。本研究关注

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特征如何影响人们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网络的

建立和分布？于此，本文集中研究社会网络的两个相关问题：第一，

基于个人情义联系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基于团体身份归属的正式社

会网络及其结构特征；哪种联系更强、资源含量更高，为什么？第二，

两种社会网络分布的跨文化、跨结构差异（费孝通，1985；Bian & Ang，

1997；Pichler & Wallace，2009；边燕杰，2010；林南等，2010）。我

们选择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方面存在明显差别的中国与英国，借助

两国具有公开的可比数据的便利，对二重社会网络——基于个人情义

联系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基于团体身份归属的正式社会网络——及

其分布问题开展中英比较分析。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社会资本与社会流动——中英两国的比

较研究”（科学部受理号：710100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部分研究活动也得到了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项目“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和谐互动机制研究”的资助。初稿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实证

社会科学研究所 2011 年工作坊和 2012 年中英合作项目阶段性成果交流会上宣读。张顺、张磊、

本刊编辑和匿名评审人对初稿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英国数据的处理得到合作方李姚军教授、孔

建勋博士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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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重社会网络 
 

社会学者关注人们的社会联系。这是因为，只有通过社会联系，

个人才能步入社会，认同社会，立足于社会。用社会学术语表达，这

是一个从微观个体向宏观结构过渡的社会过程。反过来，从宏观结构

到微观个体的社会过程也是借助于社会网络而发生和实现的，因为社

会对个体的文化陶冶和结构制约，正是通过社会网络的作用而完成

的。所以，分析社会网络的特征和分布，解释这些特征和分布的机理，

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个体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本质上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

个体与其他个体发生情义联系，从而形成了以亲朋关系为基础的非正

式社会网络。我们接受梁漱溟先生（梁漱溟，1986）的理论立场，用

情义二字来概括亲朋关系的本质。情，就是说亲朋之间的联系没有工

具性的前提条件，出于情感而建立关系。义，就是说亲朋之间的联系

具有工具性的行为后果，相互之间恪守互惠义务。而互惠义务与情感

的关系可有三种情态：一是互惠义务的满足强化了情感，关系被维持；

二是互惠义务的松弛弱化了情感，关系被轻视；三是零互惠或负义务

将伤害情感，关系被终止。情义联系不限于亲朋；同乡、同学、同事、

邻居、战友等关系也可以发展成为“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的情义联

系。这些情义联系没有正式制度的约束，关系的建立、发展、终止都

发生在个人层次，靠行为互动、文化理解、约定俗成，因为没有文字

规定，所以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因此，以个体情义联系为基础

的关系网络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网络。 

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的第二种形式是团体身份归属。除了家庭和

亲属，个人在社会上生活是通过参与某些团体并获得某种身份而实现

的，例如学校、工作单位、教会、俱乐部、专业协会、兴趣团体①等

等（科尔曼，1999/1990；Putnam，1995，2002；Li et al.，2005）。这

些团体给予个人某种身份，是一种结构化的标签，一种社会性的归属。

在正式团体内部（如学校、工作单位等），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靠正

式制度维持，团体的建立与运转也依赖于正式制度，所以由此形成的

社会网络是正式社会网络。而在非正式团体中的成员关系及其运作，

                                                             
①
 在诸如英国那般的社会结构中，俱乐部、专业协会、兴趣团体等因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其相

应的责、权、利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即被视为正式团体。而在时下中国，这一类组织既有正式

团体（如经民政部注册、获得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专业协会），也有尚未获得制度承认和赋

权的非正式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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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能够观察到既有正式社会网络的延伸，也有非正式社会网络的编

织，甚至两者相互嵌入而交互作用。 

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就是本文所指的二重社会网络，

这个区分具有重大的社会资本意义。我们知道，社会的有形物质资本

（物品和财富）和无形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是属于自然人或法人

所有的。我们同时知道，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流通

起来，也就是说，在资本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人们将资本的

使用权、收益权从 A 转移到 B，比如物品借用、关系融资、权力威慑、

亲朋间的知识交流和技能互补，等等。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所谓的社会

资本现象：人们通过社会网络的运作而获得稀缺性物品、盈利性投资、

创新性知识、增值性技能，从而达成工具性目标（Granovetter，1973；

张宛丽，1996；Bian，1997；边燕杰、丘海雄，2000；Burt，2000；

Kijkuit & Ende，2010；林南、敖丹，2010；张顺、郭小弦，2012）。

换句话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经进入社会网络的流通过程，对于

个体而言，就是嵌入于网络中的社会资源；而个体为了工具性目标动

员了这些社会资源为己所用，进入目标导向的行动层次，社会资源就

成为增值性的社会资本了。必须指出，社会资本的动员方式在非正式

网络和正式网络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非正式网络中，动员方式基

于关系双方的情感深浅、信任高低、互动多少，所以特殊性较强，排

他性较大。而在正式网络中，动员方式基于个人的团体归属，按照他

们与其团体的权责利合同关系分层共享团体资源，所以普遍性较强，

排他性较小。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正式社会网络来

动员，在多大程度上通过非正式社会网络来动员？对此，就要看二重

社会网络在一个社会的比较分布状况和相对强势状况了。如果一个社

会的正式社会网络大而强，那么，社会资源的主导流通方式将依靠团

体身份归属，所以正式制度规范将较为有效地约束社会资本的动员和

使用。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大而强，那么，社会资

源的主导流通方式将更多地依赖个体情义联系，所以非正式制度规范

将较为有效地约束社会资本的动员和使用。二重社会网络的比较态势

产生了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两种不同的社会

类型（费孝通，1985）。 

费孝通的“格局论”曾为学者们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而独特的

分析视角，也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证明（李沛良，1998；张

文宏，2008a）。虽然最近西方研究开始考虑这两种网络与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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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社会结构的关系（Li et al.，2005；Pichler & Wallace，2009；

Gesthuizen et al.，2011），但是鲜有研究从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双重

视角做系统比较。于此，我们提出二重社会网络的概念，尝试藉此从

中英比较的角度做些新的探索。应该说，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

网络是任何社会所共有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中国的非正式社

会网络大而强，而英国的正式社会网络大而强，那么，我们就对“格局

论”具有了初步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实证研究基础。基于此，下文

分析中英两国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及对社会网络分布的影响，提出

理论假设，并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文化、结构与社会网络分布 
 

（（（（一一一一））））社会文化与网络分布社会文化与网络分布社会文化与网络分布社会文化与网络分布 

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直接关系到社会网络的建构与生成。所谓文

化，广义上指人类文明的所有形式，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形式；而狭

义上仅指后者，称精神文化，主要包括信仰、价值、规范、意识形态

等。精神文化必然体现在人们的行为理念和行为方式上。这里所说的

文化氛围就是指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乃至一个社会的综合的行为理

念和行为方式，并由此引发的主导的行为趋向。比如，同样遇到生计

问题，中国人习惯性地找亲戚朋友帮忙，而英国人则很可能求助于政

府及公益性组织。正是行为理念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影响人们建构出

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比如，某一个群体的成员强调人情、面子、报

恩等，则这种交往互动有利于生成持久的私人化的情感互惠网络；反

之，若在社会交往中强调利益、平等、规则等，则有利于建立正式的

制度化的组织团体。 

中英社会的文化氛围有何不同？依据费孝通等的研究，从理论上

可将两国间的差异概括为关系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在以中国为

代表的东方社会，关系主义文化占主导，即文化氛围是伦理本位、关

系导向的，强调、注重和认可伦理、人情、面子等行为要素，在资源

获取过程中以关系的性质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

方社会，个人主义文化占主导，即文化氛围强调利益、法律、规则的

普遍性和公平性，强调团体组织的成员资格与身份归属，注重和认可

蕴含在成员资格之中的权、责、利，习惯依照制度规范从正式渠道获

取所需资源（梁漱溟，1986；费孝通，1985；Hwang，1987；金耀基，



社会学研究 

 5 

1992；Yang，1994；翟学伟，2004；边燕杰，2004/2001，2010）。 

从现实来看，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更接近前者，而英国社会的文

化环境更接近后者。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若生活在中国，他的

周围从一开始就会密布讲关系、论人情的亲朋好友、父老乡亲。在这

样的文化氛围中，他不仅被潜在地要求注重关系和人情，甚至也被熏

陶着学会讲关系、论人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日复一日，

一个人的关系网络得以建立与扩展，放大了看，关系网络也得以一代

一代地传承与延续。同理，若一个生活在英国的人，他所感受到的思

想理念中，自我、独立、维权等等是司空见惯的，而资源的获得和运

作往往通过组织机构和兴趣团体来完成（最常见的是宗教组织），无

形之中，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习惯与各种社会组织、兴趣团体打交道，

习惯性地养成保护自我利益、遵守规则制度、维护客观公正的行为方

式与理念。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以这样的理念行事时，正式社会网络

的存在与发展就得以保障。故此，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为非正式网络

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空间，而英国社会则为正式网络的建立提供了肥沃

的文化土壤。基于此，对于社会网络的整体分布状况，我们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 1：中国社会非正式网络的资源存量高于英国。 

假设 2：中国社会正式网络的资源存量低于英国。 

 

（（（（二二二二））））社会结构与网络分布社会结构与网络分布社会结构与网络分布社会结构与网络分布 

除了文化氛围的影响，社会结构及制度环境在形塑社会网络中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孙立平，1996；刘晓辉、张璟，2006；阎云翔，2006；

张文宏，2008b；李晗，2010；曾国权，2011；唐志军等，2012）。考

虑到社会网络的资源属性，我们重点分析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

参照布劳（布劳，1991/1977）对社会结构的定义和格伦斯基（格伦斯

基，2005/2001）对分层体系的理解，这里的资源配置结构是指社会中

各种类型的资源在空间位置上的分布，以及资源流动的渠道与方式。

下面具体分析中英在此方面的差异及对网络分布的影响。 

历史地看，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的主导特征是一元化。中国

长期以来是“官本位”的社会，政治权力资源是社会各种资源的基础与

核心，社会资源的分布与配置按照权力的大小、级别的高低排列与展

开（孙孝良，1985；叶世强，1988；朱岚，2005），因此资源配置结

构一元化其核心是权力主导化。当代社会是一元还是多元？市场转型

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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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治资本的收益越来越小，而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的作用与收益

越来越大（Nee，1989，1996）。这预示着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由

权力一元向形式多元的方向发展。但是，权力维续论认为，中国的市

场化是在保证政治体制持续性的情况下进行的，权力的作用空间不但

在体制内得以巩固，而且在体制外也得以扩大和增长（Bian & Logan，

1996）。同时，市场中存在广泛的“体制洞”与制度漏洞，因此权力拥有

者通过调整与适应，使得权力不仅可以轻易扩展延伸到经济领域

（Walder，1995；张五常，2000；Zhou，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

并且也逐步显现出向知识领域的扩展与渗透（Li & Walder，2001；Bian 

et al.，2001；孙立平，2002），从而使得社会的各种资源重新积聚（孙

立平，2002，2008）。权力维续论的推论是，中国社会资源配置结构

的变化趋势依然是以一元化为主导的。 

英国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多元分化的。相较于中国社会，英国

社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权力受得制约与制衡。

英国实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不但通过设计一系列的机

构与机制对权力拥有者进行有效监督，而且通过维护和保障人民的私

有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选举权等（拓夫，1989；陈永鸿，2003），

限定了权力的作用边界，使得“权力通吃”难以实现。其次，经济资源

的作用空间也是相对有限的。工业革命之后逐步建立起了发达的市场

经济，使得经济活动成为政治权力之外能为资产所有者带来巨大收益

的资源形态。但是，相对完善的市场规则对经济活动进行了有效监督

与管理，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开展宏观调控，防止了经济力量

的无限做大（周弘，2001）。最后，人力资源的作用增强。随着知识

与技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人力资源逐渐成为相对独立并

为个人带来收益的重要资源形态（Schultz，1959；Becker，1964）。总

的说，相比于中国社会，英国社会是多元分化的，社会空间中分布着

相对独立、不同类型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具有

一定的作用边界与空间。 

资源配置的一元化结构和多元化结构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分布产

生重大影响。如果是多元化资源配置结构，那么，人们拥有的某种特

定资源形式不会势必导致其他资源形式的增加或减少。所以，在多元

化的英国，社会网络资源的分布与其他资源分布的相关性不高。如果

是一元化资源配置结构，那么，某种资源处于核心地位，它可以控制

和转化为其他资源，而其他资源最终也会被核心资源结构所吸纳（翟

学伟，2011）。所以，相比于英国社会，在一元化的中国，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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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分布与其他资源的分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对于社会网

络在中英社会的结构性分布状况，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相比于英国社会，中国社会非正式网络的结构性分布更

集中，也就是说，人们的非正式社会网络资源与他们的经济资源、人

力资源、阶层地位的相关性更高。 

假设 4：相比于英国社会，中国社会正式网络的结构性分布更集

中，也就是说，人们的正式社会网络资源与他们的经济资源、人力资

源、阶层地位的相关性更高。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一一一一））））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本研究实证分析所使用的中国数据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5）”，调查总体是全国 18-69岁的城乡居民。该调查采用分城乡多

段分层 PPS抽样，入户问卷面访，进入本文分析样本为 9696个。由

于城乡样本数是事先确定的，非随机的，所以我们进行城乡加权，以

保证分析样本的统计值反映全国总体的情况。英国数据是“英格兰闲

暇、文化、体育参与调查 （2007-08）”，调查总体是英格兰的所有居

民，采用分层 PPS抽样方法，通过入户问卷面访，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13040个。由于英国抽样在每一阶段都是随机的，所以分析样本不需

要地区比例加权。为了提高可比性，英国数据保留年龄 18-69岁的被

访者，分析样本量为 10450个。有些变量（如收入、职业）出现缺失

值，所以我们对中英数据都做了综合加权，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 

 

（（（（二二二二））））变量设计与样本描述变量设计与样本描述变量设计与样本描述变量设计与样本描述 

基于已有研究（Li et al.，2005），中英数据选取共同的自变量，

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居住地区、受教育

程度、月工资收入、职业阶层。需要说明的是，受教育程度、月工资

收入、职业阶层是检验假设 3、假设 4的核心自变量，分别表示人力

资源、经济资源、阶层地位。这 3个变量的操作化叙述如下。 

受教育程度。这是人力资源变量，从高到低划分为 3类：大专及

以上，高中职高，初中及以下。中英数据都是这样划分的。 

月工资收入。这是经济资源变量。中国数据进行了直接测量，单

位是元（人民币）。英国数据用年收入除以 12个月得出，单位是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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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归模型中，为方便比较，我们按照四分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

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等 4个收入阶层。这样处理避免了由于

两种计算单位而产生的解释困境。 

职业阶层。两国数据没有可比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变量，我们

使用职业阶层来捕捉不同阶层的主导性资源的差异性，以检验关于阶

层地位的研究假设。在认真对比中英数据给出的职业类别的描述之

后，我们得到 8个职业阶层，依次是：各类领导管理者、高级专业技

术人员、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办事人员、自雇/个体经营者、商业服

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民/体力劳动者。中国数据参考的是陆学艺的

十大阶层的划分方法（陆学艺主编，2004），英国数据依据的是英国

国家统计局职业阶层的划分方法（NS-SEC）。①对于“从未工作过的人”、

“不便分类的其他人员”，中英数据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定义，不可做跨

国比较，因此剔除。 

表 1列出了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连续变量给出了均值和

标准差，非连续变量给出类别的百分比分布。 

 

  表 1       中英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变 量 中 国 英 国 

分析样本量（份） 9696 10450 

男性 46.76 49.87 

18-29岁 17.14 22.81 

30-44岁 41.12 33.51 

45-59岁 30.16 28.95 

60-69岁 11.58 14.72 

平均健康状况（5点自评） 3.92（1.16） 4.07（.86） 

未婚 8.99 23.09 

已婚 86.09 65.97 

离异及其他 4.92 10.94 

城市居民 50.69 80.23 

大专及以上教育 8.29 36.28 

高中职高教育 21.21 21.50 

初中及以下教育 70.50 42.23 

平均月工资收入※ 678.71（1199.20） 1789.86（1328.85） 

                                                             
①

 参见英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ons.gov.uk/on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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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领导管理者 2.39 4.60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89 6.87 

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 3.49 23.83 

办事人员 7.71 16.31 

自雇/个体经营者 5.55 8.92 

商业服务业人员 12.93 10.99 

产业工人 17.18 15.70 

农民/体力劳动者 47.86 12.77 

 ※ 中国数据单位是元（人民币），英国数据单位是英镑。 

 

由表 1可见，中英数据在性别、年龄上的分布基本一致，但在其

他方面则有较大差异：健康状况中国居民比英国差，平均得分低 0.15；

中国未婚及离异的比例都远低于英国，前者约低 15%，后者约低 6%；

中国城市居民所占比例比英国低 30%，大专及以上教育群体所占的比

例比英国低 28%。以形式工资来看，中国居民每月 678.71元（人民币），

英国 1789.86镑（英镑），以汇率 10:1计算，英国收入水平是中国的

26倍。最后在阶层构成方面，中国近乎是“倒丁字型”（李强，2005），

底部 3个阶层所占的比例达到 78%；而英国是橄榄形，底部 3个阶层

只占 39%。这些结构特征的中英差异提示我们，在检验研究假设时，

必须将这些变量进入分析模型，然后再看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阶层

地位对社会网络资源分布的影响程度。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分析 

⒈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测量 

非正式社会网络是基于情义联系的个人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研究

领域提供了三种标准的测量方法，分别称为“定名法”、“定位法”、“资

源法”，都曾在中国研究中被使用过（边燕杰主编，2011；边燕杰等著，

2012）。但是英国数据没有相应的测量，只好放弃。在我们分析的中

英数据中有一项测量可供使用，就是被访者与亲戚朋友接触和联系的

密切程度。这符合分析目标：与亲戚朋友接触和联系的越密切，相互

感情和义务就越深、越广、越重，表明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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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中英数据的这项测量并不完全等同。中国数据将亲戚和朋友放在

一起进行测量，而英国数据将两项分开测量。在当代中国，虽然朋友

的含义很广，但能和亲戚放在一起考虑的朋友是具有“亲情化”、“类亲

属化”、“拟亲缘化”的亲密朋友（杨宜音，1995，张宛丽，1996，边燕

杰，2004/2001，2010），而这种情形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是绝少存

在的（林南等，2010；边燕杰、张磊，2013）。为此，我们选择英国

数据中“亲戚密切程度”，将其作为中国数据的“亲戚朋友密切程度”的

可比变量来分析。两国数据都做 5点测量，从“非常不密切”到“非常密

切”依次赋值为 1到 5。 

⒉整体分布的假设检验 

基于这项数据，表 2显示了频数、百分比、均值和标准差，然后

对中英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表 2的均值和标准差显示，中国居民与

亲戚朋友的密切程度不但高于英国，而且集中程度也高于英国：中国

趋向“密切”，而英国比较分散。总差异的统计检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表明中国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高于英国，支持假设 1。 

 

表 2            非正式网络的整体分布 

中 国 英 国  

测 量 亲戚与朋友交往 

（N=9696） 

亲戚交往 

（N=10438） 

非常不密切 63 0.65% 308 2.95% 

不密切 367 3.78% 1934 18.53% 

一般 3116 32.14% 2099 20.11% 

密切 5031 51.89% 3981 38.14% 

非常密切 1119 11.54% 2116 20.27%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和标准差 

3.70 .746 3.54 .096 

总差异 diff 值 0.156 p值 .000 

 

⒊结构性分布的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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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密切程度是 5点定序变量，偏态分布，为此选用定序逻辑回

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杨菊花，2012）。将中英

数据合并，以便计算国别差异系数，特别是国别与核心自变量的交互

效应，从而检验结构性分布假设，计算结果见表 3。 

 

  表 3            非正式网络的定序逻辑回归结果 

变 量 基准模型 国别交互模型 

男性（参照：女性） -.215***(.030) -.220***(.030) 

18-29年龄组（参照：60岁以上年龄组） .399***(.058) .383***(.058) 

30-44年龄组 .0441(.045) .076*(.046) 

45-59年龄组 -.037(.045) .004(.046) 

健康状况 .099***(.014) .101***(.014) 

已婚（参照：未婚） .395***(.047) .432***(.048) 

离异及其他 .351***(.063) .339***(.063) 

城市居住（参照：农村居住） -.047(.037) -.173***(.040) 

大专及以上（参照：初中及以下） -.558***(.047) -.907***(.060) 

高中职高 -.107***(.039) -.317***(.062) 

高收入（参照：低收入） -.094*(.051) -.317***(.073) 

中高收入 -.101**(.042) -.155***(.060) 

中低收入 -.094**(.041) -.101(.068) 

职业阶层（参照：农民/体力劳动者）   

各类领导管理者 -.136(.087) -.252**(.126)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385***(.080) -.542***(.115) 

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 -.079(.063) -.043(.085) 

办事人员 .033(.058) -.093(.084) 

自雇/个体经营 -.013(.066) .021(.100) 

商业服务业人员 -.108*(.055) -.015(.093) 

产业工人 -.037(.049) .001(.083) 

国别（参照：英国） -.188***(.035) -.664***(.083) 

国别—大专及以上  1.061***(.100) 

国别—高中职高  .355***(.080) 

国别—高收入  .419***(.100) 

国别—中高收入  .199**(.084) 

国别—中低收入  .13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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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各类领导管理者  .210(.177) 

国别—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359**(.164) 

国别— 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  -.123(.143) 

国别—办事人员  .024(.120) 

国别—自雇/个体经营  -.129(.137) 

国别—商业服务业人员  -.203*(.117) 

国别—产业工人  -.146(.104) 

阈值 1 -3.770***(.102) -4.116***(.118) 

阈值 2 -1.720***(.087) -2.054***(.106) 

阈值 3 -.172**(.086) -.487***(.105) 

阈值 4 1.973***(.087) 1.685***(.105) 

N 17043 17043 

Pseudo R-squared .013 .020 

注：* p<0.05, ** p<0.01, *** p<0.001，双尾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先看国别交互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结果。男性与亲戚密切交往的

发生率只有女性的 80.3%（e-0.220），即女子与亲戚有 100次密切交往，

而男子只交往 80次。18-29岁的年轻人的非正式密切交往大大地高于

其他年龄组，比 60岁以上年龄组高 46.7%（e0.383-1）。人们自我健康

评估越好，与亲朋交往的密切程度越高。结婚扩大了非正式社会网络

的资源含量。农村居民的非正式交往发生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前者

是后者的 1.19倍。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职业阶层 3个核心自变量

的回归系数表明，教育水平越高、工资收入越高、阶层地位越高者，

其非正式交往互动越少。正是这些结构特征的作用，当中国居民的结

构特征与英国等价时，中国的亲戚密切程度将低于英国（国别系数是

负的）。这不是现状，而是理论预测值，未来发展趋势是否达到这一

点，静待时间的检验。 

再看国别交互效应的回归结果。国别与教育的互动项都是正的，

表明教育程度与非正式社会网络的相关性是中国高于英国。国别与工

资收入的互动变量系数随着收入的增高而增加，说明越是高收入，中

国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与其经济资源的相关性越是高于英国。最后，

阶层地位方面，从总体上来看，这二者之间的变化趋势如前，即随着

阶层地位的上升，阶层地位与非正式社会网络资源的相关性，中国高

于英国。综合 3个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中国社会非正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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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性分布比英国集中，其与人力资源、经济资源、阶层地位的相

关性更强，表现出了更高的凝聚度，支持假设 3。 

 

（（（（二二二二））））正式网络的具体分析正式网络的具体分析正式网络的具体分析正式网络的具体分析 

⒈正式社会网络的测量 

正式社会网络基于人们的团体身份归属，为此，完善的测量是涵

盖被访者的所有团体归属。受布尔迪厄、科尔曼、帕特南等人的影响，

西方学者的社会网络资源研究重视自主参加的兴趣团体、社会团体，

而不包括为了谋生不得不参加的工作组织。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数据只

包括了下列五类兴趣团体活动：健身体育、文艺娱乐、联谊活动、宗

教信仰活动、公益活动。虽然中国的工作组织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运

作场域（边燕杰，2004，边燕杰等，2012），根据可比性原则，我们

在中国数据中也只好选择相同的五类兴趣团体活动作为正式社会网

络的测量。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参与不同团体活动越多，那么，他

/她可能拥有团体身份就更多，从不同团体、组织、部门、领域所获取

的内部信息、团体支持、组织资源就更具优势。基于此，我们加总上

述五个方面，得出参与团体活动的总体状况，用以衡量一个人的正式

社会网络及其资源含量。 

⒉整体分布的假设检验 

表 4给出描述性统计和中英差异的比较，各项统计值的计算方法

与表 2相同。由表 4可见，60%多的中国城乡居民不参加任何自主兴

趣团体活动，而英国不参与的只有 1/4。参与兴趣团体活动的人中，

中国比较分散，英国集中于 1-3类。每人平均参加类别中国为 0.86，

英国为 1.16，表明英国的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存量更高，统计检验显

著，支持假设 2。 

 

表 4           正式网络的整体分布 

测 量 中国（N=9696） 英国（N=10450） 

0类参与 5897 60.82% 2621 25.08% 

1类参与 1499 15.46% 4122 39.44% 

2类参与 910 9.39% 3102 29.68% 

3类参与 670 6.91% 600 5.74% 



社会学研究 

 14 

4类参与 609 6.28% 5 .05% 

5类参与 111 1.14% 0 0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与标准差 

.86 1.306 1.16 .869 

总差异 diff 值 -.304 p值 .000 

 

⒊结构性分布的假设检验 

以参与五类活动的总得分为因变量，通过考察国别变量与核心自

变量的交互效应的大小，来比较正式网络在两国间的结构性分布的差

异。两国数据合并后，算出因变量的均值为 1.036，标准差为 1.141。

经过实验比较，基准模型适合使用负二项回归（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而含有国别与核心自变量的交互项的模型适合采用

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 model）（杨菊花，2012）。模型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正式网络的回归结果 

变 量 基准模型 国别交互模型 

男性（参照：女性） -.035**(.016) -.042***(.016) 

18-29年龄组（参照：60岁以上年龄组） .074**(.031) .093***(.030) 

30-44年龄组 -.031(.025) .030(.025) 

45-59年龄组 -.057**(.026) .002(.026) 

健康状况 .041***(.008) .044***(.008) 

已婚（参照：未婚） -.176***(.022) -.147***(.022) 

离异及其他 -.164***(.032) -.163***(.031) 

城市居住（参照：农村居住） .376***(.023) .168***(.023) 

大专及以上（参照：初中及以下） .322***(.023) .214***(.028) 

高中职高 .294***(.021) .215***(.030) 

高收入（参照：低收入） .433***(.027) .170***(.035) 

中高收入 .274***(.024) .132***(.029) 

中低收入 .041(.027) .041(.034) 

职业阶层（参照：农民/体力劳动者）   

国家社会与企业管理者 .595***(.045) .160***(.059)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539***(.042) .107**(.055) 

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 .565***(.036) .12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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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人员 .633***(.034) .105**(.042) 

自雇/个体经营 .456***(.040) .167***(.049) 

商业服务业人员 .520***(.034) .008(.047) 

产业工人 .519***(.031) -.30(.042) 

国别（参照：英国） .022(.018) -1.265***(.057) 

国别—大专及以上  .290***(.046) 

国别—高中职高  .093**(.041) 

国别—高收入  .669***(.059) 

国别—中高收入  .510***(.055) 

国别—中低收入  .285***(.059) 

国别—国家社会与企业管理者  .818***(.088) 

国别—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817***(.082) 

国别— 一般技术及管理人员  .901***(.072) 

国别—办事人员  .869***(.066) 

国别—自雇/个体经营  .307***(.081) 

国别—商业服务业人员  .861***(.067) 

国别—产业工人  .893***(.062) 

Ln(alpha) -3.449***(.347)  

Constant -1.076***(.050) -.358***(.056) 

N 17047 17047 

Pseudo R-squared .087 .117 

 

先看国别交互模型自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 5可见，男性在正式

网络参与的得分显著低于女性，前者只有后者的 95.9%（e-0.042）。越

是年轻人越踊跃参与团体活动。健康状况对正式社团组织参与有显著

的积极影响。未婚者更多地参与社团组织活动。城市居民的参与得分

高于农村地区的居民，前者是后者的 1.18倍。受教育程度、工资和职

业阶层 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总体上表明，教育水平越高、工资越高、

阶层越高者，其正式交往互动越多。 

再看国别交互效应的回归结果。国别与教育的交互项回归系数表

明，中国高中职高群体的团体参与程度比英国高 10%，大专及以上群

体高 34%，这表明中国社会人力资源与正式互动网络的相关性更高。

工资收入每上升一个层级，正式社团参与程度受经济资源的促进作

用，中国就越大于英国，表明中国社会经济资源与正式互动网络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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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更高。最后，国别与阶层地位的系数都是正向的，统计显著，说

明正式网络与阶层地位的关联性中国高于英国。综合这三方面的结果

可知，中国社会正式网络的结构性分布比英国更集中，特别是其与人

力资源、经济资源的相关性更强，表现出了更高的凝聚度，支持假设

4。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及其资源的中英差异，

目标是对费孝通先生的“格局论”尝试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比较。基

于文化视角，数据分析发现，非正式网络及其资源存量中国高于英国，

而正式网络及其资源存量中国低于英国。基于结构视角，我们进一步

发现，无论正式网络还是非正式网络，与人力资源、经济资源、阶层

地位的相关度，中国都高于英国。总体结论是：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

共同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网络资源分布，文化氛围为社会网络的生长提

供了土壤，结构分化程度导致网络结构性分布的差异。 

上述各项结论是在相对有限的数据分析基础上得出的。首先，二

重社会网络的测量受制于现有数据，而不是为我们提出的理论“量身定

做”的。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测量在中英之间不是等价的，中国的测量是

“亲戚朋友”，而英国是“亲戚”。进一步确证本文的分析结果，需要开

展新的中国社会调查，对亲戚和朋友分别加以测量。正式社会网络的

测量也有瑕疵：工作组织作为最重要的团体组织没有进入测量之中，

也有待新的调查数据。在后续的研究中，特别是跨国跨文化的比较研

究中，应设计更为适用的问卷，获取更可比的有效数据，以深化比较

研究。 

其次，非正式网络与正式网络的结构性分布存在差异。由两个基

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见，相比于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的分布更加平

均，与其他资源的相关性更弱，特别是与经济资源、阶层地位的相关

性很弱，且几乎都是一种负向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非正式

网络主要基于情感联系，较少依赖于客观的物质基础，同时它的效应

主要在于满足表达性需要，如思想的沟通、情感的交流，这一需要对

于不同经济状况、不同阶层地位的人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

非正式网络的结构性分布较为平衡。当然，这一结论还需要进一步分

析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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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其他视角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思考。

比如，本文虽然提出了二重社会网络，但是没有涉及这二者之间的关

联与转换。换句话说，除了探讨二重社会网络的静态分布差异，也应

探讨这二者在不同时空中的转化状况，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的演变

开展动态分析。尤其在中国，工作组织是情义交换关系的重要生成场

域，也是社会网络资源的重要动员场所。所以，同事关系如何转化为

饱含情义的私人关系，而通过私人关系又如何运作工作组织场域的公

共资源，应是十分重要的议题。可以说，深入细致的动态分析，将进

一步帮助我们认识二重社会网络的异同，了解社会网络的发展变迁，

探索社会资本的运作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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